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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困境中的農村教育 

 

第一節  瓶頸與衰退 
 

從「普及教育突擊」到「改善質量」，這是從「有」到「好」的過程。

藉著行政管理體系的建立和各種教育相關法令、辦法的頒發，教育廳希望讓

數量上粗具規模的各種教育組織能在教育品質上達到一定水準，發揮預期的

教育效果。只不過就在「提高質量」的各項措施開始一一實施之後，邊區教

育成長的腳步開始明顯慢了下來。這一點在小學的發展上最為明顯。圖 3-1

顯示，一九三八年春以前小學校以半年約二百所的速度穩定增加，學生數更

是呈現倍數成長。但是到了一九三八年秋，也就是在包括「正規化」在內的

一連串提高質量措施開始實施之後，儘管教育廳持續要求擴大數量，學校數

卻只增加不到三十所，學生數甚至出現大幅的下滑。「改善質量」與各項統計

數字下滑之間關係並不難理解。從先前教育廳一連串的檢討可以知道，一九

三八年春以前快速增加的學校有許多並未正常運作，有些甚至可能只是空有

其名，一旦教育廳開始對於教學的品質有所要求，並且掌握了行政監督的管

道，真實的情況便無所遁形，這應該是學生數的大幅減少的主因; 在這種情

形之下，地方政府勢必要花費許多的心力在維持、提升原有的學校，自然也

就難有餘力開辦新的學校。 

一九三八年秋統計數字的突然大幅下滑可以說明一連串「改善質量」

措施所發揮的作用，只不過這樣的副作用並不是中共所樂見的。針對數字下

滑的情形，一九三八年底教育廳加緊了擴大數量的工作，統計數字下滑的情

形有了起色，一九三九年春無論學校數或是學生數都再度大幅成長，但到了

該年秋天，學校數卻首次出現了負成長。表面上看來一九四○年是邊區史上

教育發展最快速的一年，學生數和學校數不僅都是歷年的最高記錄，也分別

比前一年成長將近 100%和 60%，這樣的成績成為各方史家論證陝甘寧邊區

教育成就時不可或缺的範例。只不過這一年大幅成長的真正原因卻是由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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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陝甘寧邊區一九三七年至一九四三年小學教育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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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與說明: 

一、一九三七年春至一九四一年春的統計來自〈陝甘寧邊區五年來教育工作概述〉，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下)(北京:

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年)，頁 340;一九四一年秋至一九四二年春的統計來自

〈去年工作總結 今年工作計畫大綱〉，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寧

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364。 

三、一九四三年統計來自江隆基，〈關於民辦公助政策的初步總結〉，中央教育科學

研究所編，《老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北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6年)，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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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了八個原為國民政府統治的縣分統計，如果扣除了這八個縣分的數字，實

際上只比前一年秋天增加二十所學校，三千多名學生。1換言之，從一九三九

年春到一九四○年春之間，小學數量的發展已經幾乎處於停滯的狀態，雖然

在這段期間學生數仍以半年三千人左右的速度穩定增加，但學校數成長停滯

卻代表著未來的擴展空間有限，邊區教育發展的瓶頸已經隱然出現。 

早在一九三九年底中共便已經對邊區教育發展的遲緩感到不耐，並且有

了一連串擴展的計畫。十一月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要在一年之內動

員全部學齡兒童入學，2十二月教育廳開始提出一連串以擴展數量為目標的計

畫。「普及教育三年計畫草案」計畫在三年之內以「強迫教育」的方式讓所有

學齡兒童入學，3「消滅文盲三年計畫草案」則打算在三年內透過各種社會教

育措施，消滅至少一半的邊區文盲人口。4這樣氣魄十足的教育提升計畫，在

一九三九年底《強迫教育暫行條例草案》和一九四○年三月《實施普及教育

暫行條例》陸續公佈後，儼然已經正式展開。《實施普及教育暫行條例》規定，

除了因病或特殊原因的個案，七至十三歲的學齡兒童必需在三年之內一律入

學，如果不從將由地方政府強制執行。5這樣的法令展現出邊區政府對於大幅

提升邊區教育水準的強大企圖心，只不過根據草案估計，三年之內光是小學

的部分就必需增加教員一千九百人，學校一千九百所，6而當時開展了三年的

小學教育也不過才八百八十所學校，從當時的環境來看，這樣的企圖心實在

                                              
1 原邊區內的學校數為 902 所，學生數為 26911 人。見〈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陝西
省檔案館、陝西省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北京檔案出版
社，1986—1988，頁 207。國共在一九三九年以後摩擦漸多，一九四○年二月中共驅逐了
國民政府派駐綏德的行政專員何紹南，隨後將原國統區內的綏德、清澗、吳堡、慶陽、
合水、鎮原、安定、富縣等八個縣納入邊區範圍，因此這些地區的各項教育數字也順理
成章的納入邊區政府的統計之中，這是造成該年統計數字大幅成長的主要因素。 

2 西北五省區編纂領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陝甘寧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

發展邊區教育提高邊區文化的決議〉，《陝甘寧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北京:中

共黨史資料出版社，1990，頁 377。 
3〈普及教育三年計畫草案〉，《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69-76。  
4〈消滅文盲三年計畫〉，《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40。 
5〈陝甘寧邊區實施普及教育暫行條例〉，《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79-80。 
6〈普及教育三年計畫草案〉，《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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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切實際。「強迫教育」或是「義務教育」的計畫自清末以來便不斷的出現，

但是礙於現實條件這些計畫從未普遍實施，中共在各方面條件更加落後的情

形下，想在三年之內完成學齡兒童「強迫教育」，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成人掃盲

計畫，無異於天方夜譚。究竟當時的中共官員是什麼想法今天已不得而知，

或許是一時急昏了頭，或許只是像一九三七年的「普及教育突擊」一樣，想

藉著運動所形成風氣和壓力來達到一定的提升效果，一直到一九四○年八月

中央宣傳部仍然指示邊區政府「應當頒佈強迫推行義務教育的法令」，7但沒

有多久，政策便有了大幅的轉變。 

一九四○年十月，一份名為《今後學校教育總方針》的指示信中，教育

廳一改先前「擴大數量」和「強迫教育」的積極態度，宣佈以後的方針將「不

大量發展學校」，而是「鞏固現有的學校和學生，並提高質量」。8十二月，《陝

甘寧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行辦法》頒佈，原先全面強迫入學的規定改成以區、

縣為單位，在經濟負擔許可的情況下實施，實施的時程則由原先的三年放寬

為六年。9從黨代表大會中的「一年之內」到後來分期六年，從由全面性的強

制「法令」改變為有條件實施的「辦法」，義務教育的推動顯然已經趨於保守。

雖然在這份辦法頒佈的同時，邊區政府也指定延安、延長、延川和固臨四縣

首先實施全縣義務教育，10但日後的發展，除了《新中華報》上零星的宣傳

報導之外，並沒有義務教育實施的後續消息，也沒有擴大推動的跡象，至於

社會教育的三年掃盲計畫也似乎為人所遺忘。  

                                              
7〈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提高陝甘寧邊區國民教育給邊區黨委及邊區政府的信〉，《老解放區

教育資料》二(下)，頁 319。 
8〈今後學校教育總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廳指示信〉，《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

部分(上)，頁 126。 
9〈陝甘寧邊區實施義務教育暫行辦法〉，《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81-86。根據這個辦法，實施義務教育的區、縣應具備二個條件，一是三分之二以上學齡
兒童的家庭經濟力能供給子女入學，二是當地能籌措實施義務教育所需經費的二分之一

以上。 
10〈陝甘寧邊區政府指令—關於延安等四縣首先實行義務教育辦法〉，陝西省檔案館、陝西

省社會科學院合編，《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二輯(北京: 檔案出版社，1988 年)，
頁 52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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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年十月的政策轉折可說是邊區教育發展的分水嶺，自此以後小

學教育的發展日益緊縮。一九四一年九月，第四次三科長會議召開，副廳長

丁浩川提出「明年」的小學整頓辦法，規定沒有合格教師，學生未達二十五

人及校舍、設備未達標準的學校將停辦或是合併。11十二月，教育廳發出「提

高小學質量」的指示，裁併不合格小學的工作正式展開。12從「質量並進」

發展成為「重質不重量」，一九四○年以後各項統計數字呈現每況愈下的景

象。包括新區在內一九四○年整年的小學校數成長完全停止，學生數只增加

二千多人，一九四一年學生數和學校數雙雙下滑，一九四二年以後更是呈現

大幅的衰退，到了一九四三年只剩下 752所學校，約為一九四○年的一半。

社會教育的情形也差不多，雖然上述的指令都是針對小學，但社會教育的發

展政策也明顯受到影響。一九四○年教育廳發出訓令，各縣冬學如教員不足

可以酌量減少，13而每年冬學通令必提的人數、校數規定，從一九四○年開

始也不再出現。14再從歷年統計來看，表 3-1顯示，除去逐年下滑的識字組

統計不論，夜校、半日校和冬學在一九三九年學校數減少、學生數增加; 一

九四○年納入新區八縣統計之後各種學校數量大增，但冬學人數並未成比例

增加，夜校、半日校學生數甚至反而減少; 到了一九四一年社會教育的統計

呈現了全面衰退。由於官方發表的社會教育統計只到一九四一年，加上一九

四○年的統計數字無法區分新區和舊區數字，因此實際的發展情況不如小學

教育容易掌握，但從這些粗略的統計之中可以看出與小學的相同的衰退情

形，顯示出邊區教育的整體趨勢。 

 

 

                                              
11丁浩川，〈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

方針部分(上)，頁 230。 
12〈陝甘寧邊區教育廳指示信—關於提高小學質量的指示〉，《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

育教育部分(上)，頁 127-129。 
13延川縣，〈關於減少冬學數目暨補助經費呈文〉，(1940 年 10月 5日)，《陝甘寧邊區教育廳

檔案》，全宗號 10，卷 359。 
14〈關於辦理冬學的聯合指示信〉，《老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頁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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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一九三七年至一九四一年社會教育統計表 

識字組 半日校、夜校 冬學 
校數、學  
    生數  

年份 組數 
學生

數 
校數

學生

數 
校數

學生

數 

1937  
約 9000 

約

29000
366 5959 595 9882 

1938 5560 39710 835 12239 728 12824 

1939 3852 24107 737 20409 643 17750 

1940 3580 23725 924 14539 965 21689 

1941 1973 12254 917 13895 655 20911 

 

資料來源與說明: 

一、 一九三七年的統計資料來自呂良，〈邊區的社會教育〉，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

《老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頁 8、10、14。由於一九三七年冬學統計歷年公佈

的數據差異極大，本表是以一九三八年初發表之統計數字為據。 

二、 其餘統計見〈陝甘寧邊區五年來教育工作概述〉，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

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340-342。 

 

一九三七年以來邊區政府推展教育的熱情是無庸置疑的，從當時各項數

據來看，學齡兒童入學率約為 26%，社會教育十四至四十歲間人口入學率不

到 6%，群眾教育也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15在這樣的背景下邊區教育暴起暴

落的奇特現象引起了許多討論，一般認為「正規化」是當中轉折的關鍵。無

論大陸或是西方學者都認為「正規化」是以西方國家或中國近代以來城市建

立的教育制度為範本，以達成先進水準的教育品質為目標，因此打從一開始

                                              
15據估一九三九年邊區學齡兒童約有十萬人，小學生約為二萬六千人，入學率僅 26%; 十四
歲至四十歲的文盲約有三十六萬人，該年冬學學生約為二萬人，入學率不及 6%。以上數

據分別見〈普及教育三年計畫〉，《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69及〈消
滅文盲三年計畫草案〉，《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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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對邊區教育有著過高的期待和要求，不僅課程設計不符邊區環境需要，學

校設備和學校人數的要求也顯然不切實際。「正規化」經過一段時間推動，提

高教育品質的努力因邊區困難的條件遇到挫折，「質量」的迷思因此促成了犧

牲數量以換取質量的策略，無法達到標準的學校被迫關閉，有限的資源被集

中運用，原先的「普及教育」最後成為專為少數人而設的「精英教育」。16 

「正規化」造成邊區教育的衰退，這樣的看法其實是一九四四年中共本

身檢討所得到的結論，17這個結論似乎也自此成為定論。「正規化」以「改進

質量」為訴求，而邊區政府歷年政策的演變，從「擴大(數量)與改進(質量)」、

「鞏固數量，提高質量」到「減少數量、提高質量」，似乎證明了「正規化」

的影響力，只不過用「正規化」來概括解釋邊區教育發展並不十分適當。從

歷年的各種官方文件來看，「正規化」一直是針對小學教育的措施，社會教育

並未包括在內。從過去學者的文章中也可以發現，有關邊區教育發展的討論

一直停留在小學上，社會教育的發展變化明顯被忽略。「正規化」或許解釋了

小學教育衰退的情形，但學者們顯然沒有注意、也沒能解釋社會教育同步衰

退的情形。 

如果將「正規化」一詞概念化，當作邊區教育發展的整體觀念趨勢，將

當時邊區教育廳建立行政管理制度、頒佈各種法令辦法和改善質量等諸多措

施概括在這個趨勢之中，這樣對邊區教育整體發展演變的解釋會週延一些，

也才能解釋社會教育同步衰退的情形，但這樣依然很難說明邊區教育大起大

落的發展。在學者們眼中「正規化」是「重質不重量」的迷思，是造成邊區

教育發展衰退的主要原因，但「正規化」並非從一開始便是「重質不重量」。

一九三八年「正規化」開始之時，「改善質量」和「擴大數量」是同時進行的。

表面看來，一九三八年秋學生數大幅下降似乎證明了學者們對「正規化」「重

質不重量」的批評，但實際的情形是過去浮報的各項統計在行政管理的監督

                                              
16關於各方學者對於「正規化」的評論，在本文緒論前人研究中有較詳細的歸納，在此不多

加贅述。 
17關於邊區政府對於「正規化」的檢討，一九四四年十月邊區文教大會前後有許多的文章發

表，其中較具代表性是〈根據地普通教育的改革問題〉，《解放日報》，1944 年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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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之下現出了原形，因此與其說是當時統計數字下降，倒不如說是過去快

速成長只是假象，統計數字的下降不過是反映實際的情形罷了。一九三九年

春，各項數字再度大幅成長，這點可以說明「正規化」與「重質不重量」之

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一九三九年底的義務教育計畫和成人掃盲計畫也可以

說明「普及教育」依然是邊區政府心目中的理想。雖然一九三九年到一九四

○年之間有發展停滯的現象，但這也只能說是邊區條件限制了教育發展的速

度，普及教育的推動遇到瓶頸，無法解釋後來發生的大幅衰退。 

真正造成邊區教育發展衰退的關鍵其實是一九四○年十月以後「鞏固數

量，提高質量」和「裁併學校數量，提高質量」的指示，但究竟為什麼「正

規化」的方向會在這個時候大幅改變? 過去學者們並未對這個轉折過程多加

討論，似乎認為在「重質不重量」觀念之下，一旦質量的改善無法突破，減

少數量以成就質量是必然的發展。這樣的看法顯然是忽略了客觀環境變化的

影響。眾所皆知，一九四○年到一九四二年間正是抗日戰爭以來陝甘寧邊區

形勢最險惡的一段時間。一九三九年國共再度交惡，「摩擦」日增，國民政府

加強對邊區的經濟封鎖，並在一九四○年十月斷絕對邊區政府的財政支援; 

一九四○年秋冬，中共發動百團大戰，一九四一年以後吸引了日軍的集中攻

勢和包圍。在國民政府和日軍兩面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下，中共一方面外

援斷絕，歲入頓時短少了八成以上，各項物資短缺，物價騰飛; 另一方面，

根據地大幅收縮，又從前方撤回大批部隊、工作人員，大幅加重了邊區的經

濟負擔，於是財政收支失衡，赤字連年，邊區陷入抗日戰爭以來最嚴峻的經

濟困境中。在這種情況之下，救國公糧徵收連年倍增，從一九三九年的五萬

石，到一九四一年達到邊區史上最高的二十萬石，造成民怨沸騰; 為了減少

開支，邊區政府將機關、軍隊人員各項生活供給降到最低標準，並從一九四

○年底開始要求各機關部隊節約開支，生產自給，負擔公糧之外的所有費用; 

一九四一年底又推動「精兵簡政」，試圖降低脫產人員數目，但這些措施依然

無法填補鉅大的財政缺口，以致於後來必需甘冒道德上的大不韙開始產銷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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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18 

一九四一年以後的經濟困境對於邊區發展的影響是全面性的，邊區政府

從上到下，從政府機關到一般百姓都只能求生計溫飽，在這個時候緊縮教育、

減少非必要支出似乎是合理的處置，但過去學者並不如此認為。Peter J. 

Seybolt雖然認為邊區客觀條件的困難限制了群眾教育的發展，但仍然認為

「正規化」才是造成一九四二年以後邊區群眾教育「幾近崩潰」的主要原因。
19 Suzanne Pepper提到，雖然一九四二年裁併學校政策開始執行之時也正是

中共經濟狀況最惡劣的時刻，但官方文件中並不曾將經濟因素當成裁併學校

的理由，20言下之意似乎認為，政策轉折與客觀環境的變化無關。但如果對

照邊區客觀形勢發展和教育方針演變，兩者之間的確有許多契合的地方: 一

九四○年十月，來自國民政府的援助中止，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教育廳將原先

「擴大(數量)與改進(質量)」的方針一變成為「鞏固數量，提高質量」; 21同

樣在這個時間，九月時教育廳仍然宣佈補助各縣完全小學、民教館和課本書

報等費用，但是到了十二月教育廳的態度便有了轉變，要求地方教育經費包

括課本在內的一切費用均由縣內自籌;22一九四一年十二月四日，第一次「精

兵簡政」的指示下達，23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廳便發出「提高小學質量」的

指示信，要求各地著手裁併不合格小學，兩件事之間的關係應該不只是偶然

而已。 

過去學者都相信中共官方的說法: 裁併小學的目的是為了「集中力量」、

「提高質量」。但從以下的兩個例子可看出，裁併小學的目的並非真是要「提

                                              
18有關中共這一段時間的經濟困境和產銷鴉片過程，參閱陳永發，〈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
片貿易與延安模式〉，《新史學》，1卷 4期，1990 年 12月，頁 41-111。 

19Peter J. Seybolt, “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 ” China Quarterly, No. 
48(Oct.-Dec. 1971), p.650.  

20Suzanne Pepper，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35. 

21柯伯年，〈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下)，頁 252。 
22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寧邊區財政經濟史稿》(西安:西北大學出版社，1988
年)頁 131。 

23〈陝甘寧邊區政府為實行精兵簡政給各縣的指示信〉，《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四輯，

頁 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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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量」。首先，比較歷年教育經費支出，一九三七年至一九三九年間陝甘寧

邊區的教育經費分別佔該年財政支出 8.9%、12.2%及 10%，到了一九四一年

和一九四三年只剩下 2.9%及 2%。24如果說「裁減數量」真是要「集中力量」、

「提高質量」，那麼實在很難解釋教育經費比例大幅下降的原因。其次，一九

四二年一月，也就是開始裁減小學之後，《解放日報》上出現了一篇名為《提

高邊區國民教育》的社論，在這篇社論中一方面要求整理合格小學，強調「重

質不重量」的教育方針，一方面又提出鼓勵私人、教會社團或鄰里宗族興辦

學校或私塾，以「補救政府力量之不及」。25在中共教育官員眼中，私塾以「舊

書」為教材，以背誦、朗讀為教學法，以打罵為管理學生的方式，是「封建

教育」的落後象徵，也是需要「改造」甚至「淘汰」的教育方式。26如今裁

掉效果不彰的不合格小學，卻鼓勵「封建落後」的私塾，與「提高質量」的

說法顯然有所矛盾。 

 

第二節 農村教育的困境 
    

一九四一年的經濟困境是邊區發展過程的重大事件，也是 Mark Selden

口中延安道路(The Yenan Way)產生的背景，無論對當時或後來的中共發展都

有重大的影響，但究竟這樣的一件事是否同樣對邊區教育產生影響?前面提到

的幾個例子似乎可以看到經濟條件改變和教育方針轉向之間的關聯，不過正

如 Suzanne Pepper所言，在所有中共官方相關教育文件中，完全未提到經濟

因素的影響，而過去學者們也不認為客觀條件的改變是造成邊區教育衰退的

主因。Michael Lindsay 曾說過，陝甘寧邊區人力和物質上的困難對於需要專

門師資和大量圖書設備的中、高等教育的影響較大，但對於僅需要簡單師資

                                              
24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寧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 131、296、487。 
25〈提高邊區國民教育〉，《解放日報》，1942 年 1月 14日。 
26〈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

(上)，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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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設備的群眾教育並不致造成太大影響。27或許是這樣的看法讓學者們忽略

了經濟因素對教育政策的影響，但如果更深入的了解邊區教育的實際狀況便

會發現，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影響遠比學者們所想像的要大得多，而在邊區以

農村為主的環境中，大規模教育也並不如想像中的簡單。為了對邊區教育有

進一步了解，也為了更確定邊區教育發展的轉折因素，以下將從幾個面相來

了解陝甘寧邊區教育的實際情形。 

 
一、 經費籌措 

 
由於政府財政的困難，大規模群眾教育所需的經費自清末以來便是普及

教育的一大難題，這點在陝甘寧邊區也不例外。與過去的作法相同，打從一

開始陝甘寧邊區群眾教育經費便是希望由地方民眾自行解決，小學如此，社

會教育亦是如此，因此教育廳官員在一九三八年時曾得意的宣稱:擴大教育不

但不用增加教育經費，甚至於還能減少教育經費。28顧慮到地方動員能力和

民眾負擔，一開始教育廳對動員有困難、「萬分不足」的縣分仍然會給予一部

分的經費補助，但一九四○年十二月以後由於財政的困難，中央對地方的教

育經費補助便完全中止。中央不再補助，各項經費規定由各縣「自籌」，但究

竟該如何「自籌」? 一九三八年以前的經費來源一向是以「發動群眾解決」

一句話帶過，教育廳並未對這個問題多加討論或指示，如何「發動」，如何「解

決」，似乎是放手由各縣去想辦法。一九三八年八月「正規化」開始，為了讓

經費的籌劃有一套常規的作法，避免各縣向群眾胡亂收費造成不必要的民怨

和負擔，教育廳在三科長會議上提出了一套以公產學田為經費來源的辦法。

根據教育廳的規劃，學田的來源有二，一是由當地群眾全部或一部分人提供，

另一種則是要各縣發動教員、學生家長和群眾去清查包括公社、寺、庵或舊

有學田學款、原有的官地、豪紳地主的山地等，清查之後由縣政府將這些土

                                              
27Michael Lindsay, 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1941-47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0), p.49。 
28柯伯年，〈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下)，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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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登記撥給學校，成為教育公產，再由教員發動學生、家長耕種，或出租收

取租金來作為經費基金。29一九三九年八月教育廳再度公佈一套經費籌措辦

法，經費的來源擴大為四個項目，除了原先提到的學田教產之外，還包括買

賣婚姻、賭博和纏足的沒收款和罰款及學校自行生產的收益，如果上述幾項

收入仍然無法滿足經費所需，最後一個方案是則向群眾募捐。30 

從教育廳的規畫來看，學田是解決經費的第一選擇，但是從實際的例子

來看，學田的徵集並不順利，許多地方似乎從來不曾有過學田。一九四一年

延長縣工作報告「本縣尚無教育公產基金」，教育經費只能向群眾募捐;31 一

九四二年靖邊縣在面對教育廳以公產基金籌措經費的指令時報告「歷年公產

均無調查統計」。32有些地方募集到了學田，也有公產收入，但似乎並未用在

教育上，以安塞為例，一九三八年十月《新中華報》上報導，該縣共徵集了

學田 949畝，33但是到了一九四二年時，該縣所需的教育經費除了一部分來

自鹽稅和斗佣34外，全靠募捐而來。35學田公產收入無著，各項沒收款、罰款

和學校生產在各種經費籌措的報告中也幾乎不見。學校生產一開始似乎還頗

有成績，教育廳的報告，一九三八年全邊區教員共種糧 5549.8畝，種菜 265.1

畝，36一九三九年也規定教員每人要開墾荒地三　，37但到了一九四○年，教

育廳卻取消了小學的穀米生產。38取消小學糧食生產活動的原因不明，可能

                                              
29邊區教育廳〈各縣三科長第二次聯席會議關於經費問題的決議〉，(1938 年 6月 24日)，《陝
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477。 

30〈陝甘寧邊區各縣教育經費籌措暫行辦法〉，《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
頁 76-77。 

31延長縣，〈一九四一年上學期教育工作報告〉，(1941 年 8月 20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

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6。 
32靖邊縣，〈關於本縣教育經費籌措情形的報告〉，(1942 年 8月 7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

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481。 
33〈安塞縣半年來國防教育的成績(二月到八月)〉，《新中華報》，1938 年 10月 25日。 
34「斗佣」是糧食買賣的手續費，依照糧食過斗數量向賣主徵收一定比例的費用。見星光、

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寧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 124。 
35〈安塞教育〉，《解放日報》，1942 年 7月 11日。 
36〈一年來教育工作總結〉，《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65。 
37〈一九三九年上半年小學教育總結〉，《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6。 
38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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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擔心小學生產活動影響正常教育活動，也可能是擔心教員負擔過重，無論

如何，儘管各方報告中偶有提及學校生產活動，但從各地方歷年的經費籌措

情形來看，學校生產的收入並不在列，這一方面的經費來源顯然也是落空的。 

學田公產、罰款、學校生產都沒有著落，募捐便成了最普遍的解決方式，

這也意味著民眾必需在每年例行的各項稅捐、勞役之外額外負擔一筆「教育

捐」。一般來說，群眾教育所需的經費可分為兩大項，第一項是送繳縣上的經

費，這一部分是用來維持縣內教育運作，例如完小經費、課本費及人員訓練

等支出; 第二項則是地方學校所需經費，包括成立學校所需的校舍、設備費

用，支付教員糧食供給和生活津貼，及學校日常運作所需的辦公費，這一部

分的經費大都是採當地動員，就地解決的方式。關於前一項費用，一開始各

地教育經費收取方式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經費收支沒有計畫，徵集程序和方

式也十分紊亂，因此在一九三九年八月教育廳規定各縣必需提出年度預算，

向教育廳提出應募經費數量，經批淮後再向下分配徵集，徵收的教育經費則

交由縣政府統籌統支。39到了一九四二年，有鑑於各地徵收各項經費的名目

眾多，徵收的時間和方式又不一致，對人民造成困擾，因此邊區政府再規定，

各縣經費一律在繳納救國公糧時附加徵收。40  

有了具體規定，附加糧成了一年一度的事，不過第二項費用的徵集就顯

得麻煩許多。在上述三項就地解決的費用中，校舍、設備在學校成立之初由

當地「熱心人士」捐贈，或是由民眾集體捐工而來，其它則是屬於經常性的

支出。經常性支出經費來源，教員糧食一般由學生家庭負責，為了避免學生

家庭負擔過重，教員的生活津貼和學校辦公費則是由其它民眾分攤。從一些

零星的報告可看到，教育經費在向下分配之後，各地方的負擔並不算多。《解

放日報》在一九四二年有一份關於農村動員和負擔調查報告，當中提到了清

澗縣石泰鄉的例子，在某次教員米糧動員每一行政村分配到的數量是二斗

                                                                                                                                  
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39邊區教育廳，〈陝甘寧邊區縣教育經費管理暫行辦法〉，(1939 年 8月 15日)，《陝甘寧邊區

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2。 
40星光、張揚主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寧邊區財政經濟史稿》，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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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冬學經費則是三元。41又如一九四○年延川縣的冬學經費，規定分配各

區三分之一戶數繳交，每戶平均只需繳一至二毛;42一九四二年延長縣教育糧

收二百二十石，與該年該縣九千石的救國公糧來比較顯然是微不足道。43不

過考慮到這些數目只是眾多教育經費動員中的一次，教育經費之外又有許多

雜稅、附加糧和力役負擔，累積造成的沉重壓力自然不可小覷。以上面提到

的石泰鄉為例，該年到八月為止該鄉共有財物動員三十一次，當中教育經費

的動員，包括教員糧食、辦公費和冬學經費便佔了五次。在過去，當邊區還

是輕徭薄賦的時候，這些教育支出或許不致於造成太大的負擔，但在一九四

一年以後，救國公糧大增，各種力役徵調頻繁，任何增加的負擔都變得敏感。

一份延長縣一九四二年的報告中就指出，許多家長跑到鄉政府去陳情，要求

緩學半年，因為學生家庭生活困難，根本無力負擔上學費用。報告中舉了兩

個學校為例，兩個學校共學生三十八人，只剩一人可以上學。無法上學的三

十七人中，有十三人是為了逃避本地的稅負因此逃往別地，有十人是因為生

活困難，至於其他學生，有的以生病或轉學為藉口，有的原因不明，事實上

都是為了逃避上學的負擔。44  

 
二、 校舍與設備 

 
對中共而言，教育經費由群眾解決是無可如何的選擇，但是在邊區先天

不良的條件和戰時環境下，增加群眾負擔所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卻不可不慎。

表面上看來，中共教育的熱情在邊區惡劣環境條件之下顯得十分不協調，但

                                              
41洪彥霖，〈動員工作與群眾負擔問題〉，《解放日報》，1942 年 8月 21日。 
42延川縣，〈冬學工作初步檢查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8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

案》，全宗號 10，卷號 359。 
43一九四二年延長縣徵收教育糧數見，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年 2月 12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該年徵收之公糧數

見〈陝甘寧邊區政府關於公糧分配及夏徵麥子數應速即遵照布置的命令〉，《陝甘寧邊區

政府文件選編》第六輯，頁 257。 
44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上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日期不詳)，《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

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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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中共並沒有脫離現實，打從一開始便是希望以最低的標準來實現「普

及教育」的理想，這一點在學校校舍和設備的要求上最為明顯。教育廳官員

明白指出，在困難環境中發展大規模教育唯一方式便是: 創設更多的學校，

設備不求其完備。45在這樣的原則之下，教育廳對於硬體設備並沒有嚴格的

要求。以小學為例，教育廳雖然對「模範小學」有黑板、桌椅、操場等必要

設備的規定，46但對一般小學除了規定建築要「樸質堅固」外，其它幾乎別

無硬性要求，47地方上對於小學校的校舍、設備也就儘可能因陋就簡。 

陝甘寧邊區一般小學設備狀況可以從一份教育廳輔導團的巡視報告中

一窺大概。這份在一九四○年底的延長縣巡視報告中指出，大多數小學校舍

是挖窯洞而成，少數為平房; 大的學校有三、四孔窯洞，但許多只有一孔窯

洞; 有操場的學校很少，部分學校是借用民家院子; 大多數學校沒有廁所，

即使是設施比較完善的完全小學也只有女廁而沒有男廁; 在設備上，有桌無

凳、有凳無桌，甚至桌凳全無的情況十分常見，多數學校只有一、二套桌凳; 

由於大多是從民家或寺廟中徵借，因此無論形式或大小都不一。48一九四一

年底教育廳曾對延屬分區五個縣共二百一十一個小學作過統計，有一半以上

的的學校校舍只有一孔或兩孔窯洞，有三成學校的教室沒有黑板，有一成以

上的學校沒有椅子或桌子。49由於桌椅缺乏嚴重，以致於有些地方處罰家長

不送子女入學時，以罰桌椅來代替罰款。50一九四一年底「提高小學質量」

的指示發下時曾將學校有無黑板、足夠桌椅、教室、宿舍列為小學裁併與否

                                              
45 柯伯年，〈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下)，頁 252。 
46〈陝甘寧邊區模範小學暫行條例〉，《老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頁 312。 
47〈陝甘寧邊區小學規程〉，《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58、100。《小學

規程》在一九三九年八月公佈，一九四一年二月重新修訂，但有關設備方面的要求並沒

有改變。 
48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
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49〈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

(上)，頁 227。 
50關於罰桌椅一事，見延長縣，〈呈送兩年來的教育工作報告〉，(1942 年 5月 25日)，《陝甘
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9; 及延長縣，〈半年教育工作報告〉，(1940
年 7月 26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5。 



 84

的標準之一，但也指示如果師資、學生數能達到標準，設備缺乏並不構成裁

併的要件。51從實際的情況來看，一份一九四二年的延長縣巡視報告指出，

在該次巡視所看到的八個小學中，三個有桌凳教室，一個有桌凳無教室，四

個既無桌凳也無教室。52校舍和設備顯然並未有任何的改善。 

在社會教育方面，夜校和半日校以小學附設為主，識字班或識字組可以

隨時隨地教學，不過冬學的設備就必需要另作考量。清末以來的經驗都是將

民眾學校附設於小學之中，與小學共用設備和師資，冬學最初的構想似乎也

是如此。53不過在中共的特殊設計之下，冬學已經與過去的業餘成人教育性

質不同，類似正規的學制很難與小學共存。一般來說，冬學運動在每年十一

月中旬至次年一月底之間，小學的秋季學期則是從八月下旬到次年的一月中

旬，兩者約有二個月的時間重疊; 54由於小學和冬學都是全時的教育組織，理

論上學生必需整個學期全日在校，因此如果小學附設冬學的話兩者在這二個

月期間勢必要同時上課。如果有足夠的師資或校舍的話，小學中附設冬學也

許並不是問題，但當時多數小學都僅有一名教員，55一兩孔窯洞，要應付小

學不同年級的「複式教學」已經相當吃力，有些學校還要附設半日校和夜校，

如果再加入冬學課程自然是困難重重，因此從一九三八年以後，除非是校舍、

                                              
51〈陝甘寧邊區教育廳指示信—關於提高小學質量的指示〉，《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

育部分(上)，頁 128。 
52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年 2月 12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

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53早期的文件中對於冬學的設備和師資並未特別說明，但在一九三七年四月公佈的《關於群

眾的文化教育建設草案》提到冬學師資由小學教師兼任，因此最早的規畫中冬學應是循

夜校、半日校模式與小學共用師資和設備。見《新中華報》，1937 年 4月 29日。 
54綏德分區，〈分區小學教員服務領薪及獎懲暫行簡則〉，(1942 年 8月 10日)，《陝甘寧邊區

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249。根據文件中一份一九四二年的學校曆顯示，該

年的小學第二學期在八月二十日開學，於次年一月十五日結束; 冬學則是在十一月十五日
開學，次年一月二十五日結束。每年各地冬學確切的開學和結束日期略有變動，但差異

並不太。 
55以一九四○年為例，不計該年甫從國民政府納入的綏德等八縣，全邊區的小學校數為 902
所，而小學教員只有 1114人，顯見多數學校都只有教員一人。見〈邊區教育現狀與今後

工作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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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無法解決，教育廳並不希望由小學附設冬學，56冬學獨立設校漸漸成了

主要形式。 

在無法與小學相容的情形下，尋找冬學校址以及設備的籌備便成了每年

十月開學之前必要的例行工作。小學是常設性質的學校，有獨立的校舍和設

施，而冬學是季節性的學校，校舍和設備大都在冬學運動開展之前才臨時徵

集。歷來各種報告或通令之中絕少提及冬學校舍和設備的問題，實際情形不

得而知，不過從冬學教員訓練班的情況或許可以一窺大概。一般各地冬學在

開辦之前會先召集冬學教員集中訓練，而一九四一年的冬學為了該年大規模

推展的新文字冬學特別在各地開辦了為期三個月的新文字訓練班。在一份關

於綏德新文字教員訓練班的報告中可知，該訓練班既無教室也無桌子，幾乎

全是露天上課。57在邊區各地中，綏德算是經濟條件最佳的地區，新文字訓

練班由縣政府舉辦，教育廳派員指導，新文字運動又是當時被寄予厚望社會

教育措施，連這樣的訓練班都如此克難，一般地方冬學的情形也就可見一般。 

在邊區官員眼中，物質的缺乏並不會影響正常的教學活動，「香火計時，

沙盤寫字，石塊為桌椅，粘土為粉筆」，58這些方式都能解決物質設備不足的

問題，也是邊區官員所津津樂道的克難精神，不過問題並非如此單純。邊區

地廣人稀，無論是小學或冬學，許多離校過遠的學生必需住校，因此學校不

單是教學的場所，也要提供學生生活所需。在缺乏足夠校舍的情況之下，許

多學校是教室、寢室和廚房同在一個窯洞，一邊上課，一邊還要作飯，於是

教室裏「柴草亂堆、雜木橫陳、牆壁污黑、垃圾滿地」。59到了冬季，氣候寒

冷，日照短暫，缺紙糊窗、缺燈油照明、缺碳火取暖是一般學校的寫照。依

                                              
56劉瑞棻，〈陝甘寧邊區的冬學運動〉，《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社會教育部分(下)，頁 147。
教育廳在一九三八年的冬學通令中規定，附設在小學中的冬學不得超過總數的一半。見

《陝甘寧邊區教育廳通令--關於冬學問題》，《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社會教育部分(上)，
頁 42。 

57綏德新訓班，〈工作總結報告〉，( ?年 11月 10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

號 10，卷號 407。 
58〈一九三九年上半年小學教育總結〉，《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8。 
59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
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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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規定，離家上學的學生必需自行準備包括米、菜、油、鹽、柴火、被褥在

內的各種民生必需品，但實際上農村學生家貧，所帶的糧食往往不足，有些

人在家與家人共用被子，在學校竟無被子可蓋。60這樣艱苦的學校生活環境

不但是對學生、教員教學熱情的極大的試煉，其實也是邊區教育推展的一大

阻力。 

 
三、 教材供應 

 
物質缺乏所造成的不便或許可以用學習熱情和克難精神來彌補，不過教

材缺乏便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大問題。幾個例子可以顯示教科書缺乏嚴重的情

形。第一個例子在延長縣，該縣縣長在一九三八年底向教育廳報告冬學和小

學各缺課本五百本，要求教育廳儘速發下。61據統計，延長縣該年冬學人數

不過五百人，小學生人數到一九三九年初也不過六百五十人，62幾乎是有多

少學生便缺多少課本。第二例子是安定縣，該縣在一九四○年七月報告課本

嚴重短缺，全縣只有三冊常識，「尤其是算術，六十九個學校裏，一本也沒有。」
63第三個例子在延安縣，據《解放日報》的報導，該縣在一九四一年下學期

開學時，一千八百名學生中有一千名因缺課本而無法上課。64第四個例子同

樣是一九四一年下學期，延長縣的報告:「二、四、六冊國語幾乎見不到，政

                                              
60有關學校生活情形的描述來源相當零散，比較重要的有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

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及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年 2月 12日)，《陝
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61白世杰，〈延長縣政府關於該縣小學和冬學課本缺乏給教育廳秘書處的函〉，(1938 年 12
月 1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3。 

62冬學人數與小學人數分別見，〈冬學初步總結〉，《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社會教育部分

(上)，頁 129;及〈陝甘寧邊區教育廳指示—改進與擴大小學工作的初次總檢查〉，《陝甘寧

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2。 
63〈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1。 
64〈延安縣教育〉，《解放日報》，1941 年 9月 11日。 



 87

治常識難得見到。」65以上所提只不過是當中有具體的數字或事實，較能確

實了解教科書缺乏情況的例子，事實上反應教科書缺乏的聲音在各種報告中

不斷的出現，從中可以看出至少在一九四二年以前教科書的缺乏是邊區的普

遍現象。 

據邊區政府的檢討，教科書缺乏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學校擴充速度太

快，二是紙張來源困難，66但除此之外，教科書編製缺乏規畫也是問題。邊

區從一九三七年秋開始編製各類教科書，到一九四一年以前共編有小學和社

會教育課本共二十九種，六十四冊。有限的人力要編出這麼多的教科書，因

此編製和出版的過程拖了相當長的時間。以小學的教科書為例，第一套國語

課本在一九三八年四月出版，但第一套常識課本卻到一九三九年初才編成，

而且一直到一九四一年春為止，除了高小的國語、歷史，初小的國語、常識

有成套教材外，其它課目幾乎都尚未編完，以致於有些教科書已經改版不用，

有些教科書卻還未編成。67依照原先的規畫，各種教科書都應該人手一冊，

但因為有些教科書遲遲未編成，加上紙張缺乏，光是國語、常識課本便已經

供應不及，因此最後教育廳修正了教科書出版的策略，將課本的印製重心放

在小學國語課本和成人識字課本上，常識課本只發給教員當作教學參考用

書，至於其它科目的課本，除了數量較少的高級小學課本外，並未大量印行。 

教科書缺乏，各地學校只能夠各自想辦法解決。從各種報告看來，算術、

美術、唱歌、體育等課程大多數學校很少進行，至於國語和常識由於是邊區

政府要求的重心，因此各地學校大多會想盡辦法勉力進行，於是四、五個共

讀一本，先生寫、學生抄，越冊、重念，「有什麼唸什麼」，連一向被禁止的

「封建教材」《三字經》、《四書》，甚至是國民政府所編的《復興課本》，都被

                                              
65延安縣，〈一九四一年下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2 年 3月 9日)，《陝甘寧邊區教育

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6。 
66〈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1。 
67見邊區教育廳，〈關於十一月份報告提出意見給延長縣白世杰同志的指示信〉，( 1939 年 1
月 15日)，《陝甘寧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3; 及〈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

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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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來當成教材。68在完全沒有課本的情況下，最常見的解決方法便是利用當

時邊區發行的報紙來代替。比起教科書，每日出刊的報紙取得相對容易，文

字可提供識字的材料，內容又可以用來當作常識課教材，雖然無法顧及學生

程度和教材的連貫性，在教科書缺乏的情況下倒也不失為理想的替代品。不

過即便是這樣的替代品似乎也不保證拿得到。一九四○年初安定縣長向教育

廳抱怨，該縣只分配到《新中華報》十四份，要分配給縣內三十八處學校和

區、縣政府機關根本不夠。69一九四二年教育廳輔導團在延長縣視察也發現，

該縣除了在中心小學有一份解放日報外，其餘小學沒有任何報紙。70安定縣

和延長縣都是所謂的「直屬縣」，接近邊區政府所在的核心區域，如果報紙在

這些縣分如此的缺乏，其它地方的情況也就不難想像。 

 
四、 教員與地方教育幹部 

 
教科書、教材的缺乏或許可以靠教員的努力來彌補，不過邊區的師資水

準卻只讓問題更加嚴重。邊區文化水準不高是眾所皆知的事，師資的缺乏與

此有極大的關係，不過邊區的師資培育顯然也有問題。一開始中共對於培養

小學師資似乎並不是十分積極。邊區第一所師範學校是一九三七年二月成立

的「魯迅師範」，隔了一年半後才有第二所培育師資的「邊區中學」成立。71

在這期間兩校的招生情形呈現斷斷續續的不穩定狀態，一九三九年兩校合併

成為「邊區師範」(又稱「第一師範」)，成為當時邊區唯一的師資培育機構，

                                              
68相關資料較重要的有〈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

件選編》第三輯，頁 211;〈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

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7。 
69定邊縣，〈關於識字組檢閱經過小學放假及假內工作佈置的報告〉，(1940 年 2月 3日)，《陝
甘寧邊區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35。內容顯示該報告實為安定縣所呈送，檔案
記錄顯然有誤。 

70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年 2月 12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

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71邊區中學雖名為「中學」，但創立的目的卻是培養小學師資和中級文化幹部。見董純才主

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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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生人數卻從過去的二、三百人減少為一百五十人。邊區的師範教育在一

九四○年前後開始有較大的進展，一方面是為了即將展開的義務教育新設「關

中師範」(又稱第二師範)和「三邊師範」(又稱第三師範)，一方面則是接收了

原國民黨統治區下的「綏德師範」和「隴東中學」，培養小學師資的學校在一

年之內由一所增加為五所，師範生人數也在一九四一年春達到近千人，這是

邊區師範教育最興盛時候。從歷年的統計來看，一直到一九四一年以前，邊

區曾經接受過師範訓練的學生保守估計有二千人以上，72按理說師資應當相

當充分，但實際上卻不是如此。表 2-4是一九四一年教育廳對於邊區小學教

員學歷的調查統計，根據這一份調查當時全邊區共有小學教員一千二百八十

四名，但出自邊區師範體系的卻只有一百九十六人，約佔全部教員人數的

15.1%。開展了四年的師範教育竟然只培養了不到二百個教員，究竟邊區的

師範教育出了什麼問題? 

 
表 2-4 陝甘寧邊區一九四一年小學教員學歷統計 

學歷 
舊制師

範、中學 

邊區師範

或中學 
高小 初小 

私塾 

 冬學 
合計 

人數 160 196 740 88 100 1284 

百分比 12.4% 15.3% 57.6% 6.9% 7.8% 100% 
資料來源: 〈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

所編，《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228。 

 
一九四○年以前師範學校普遍都有學校運作不正常的現象。以「邊區師

範」及其前身「魯迅師範」為例，從一九三七年二月到一九四一年九月之間，

在延安、延長、新正、安塞之間換過七個校址，歷經六次搬遷;一九三九年底

                                              
72〈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

(上)，頁 214。在這份統計表中雖然有各校每個學期的學生人數統計，但難以確知歷年究

竟有多少人畢業。如以在校半年來算，則接受過師範訓練的人數約在三千人左右; 如果以

在校一年來算，則人數約有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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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的關中師範也因為「反摩擦」而三易校址、四次搬家。流徙的過程中學

生流動頻繁，課程不固定，多數時間都在作群眾工作，73這或許是師資培育

效果不佳的原因。一九四○年以後師資培育工作顯得較穩定，學校、學生也

都大幅增加，但是卻有緩不濟急的現象。在過去，魯迅師範的學生訓練期限

規定為半年，實際上大部分是三四個月便分配出去工作，但一九四○年以後

各學校在「正規化」的風潮下，將學習期間延長為一年，程度差、無法畢業

的學生學習時間更長，74因此儘管一九四一年有近千名的師範生，但一九四

二年畢業的人數卻只有九十八人。75影響師資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師範生被

挪作他用。以「邊區師範」為例，在一九四○年八月時該校有學生二百八十

人，但中途抽調出去工作或轉學的卻有一百零五人，76流動的情況相當嚴重。

師範學生被挪用的情形不僅是在師範學校在學時期，更多可能是在畢業分派

工作之後。由於各地方缺乏有能力的幹部，識字的師範生在分派各地之後往

往被調用成為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員。有些擔任縣三科科長、科員或是區教育

助理員，還算是在教育工作範圍之內，但更多卻是擔任無關教育的工作，也

因此教育廳曾經多次向邊區政府反映，要求禁止地方政府將教育人員任意調

用，但是效果似乎不大。77據一九四一年底教育廳對邊區十六個縣 897個教

員的調查，當中服務年資超過二年以上只佔全部教員的四成，78換言之，有

六成的教員是在一九三九年以後才就職。邊區小學校從一九三九年春以後便

已經接近發展停滯的狀態，教員的總數並沒有明顯增加，因此一九三九年以

                                              
73魯迅師範與關中師範的相關敘述見，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頁

318-320;及〈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

第三輯，頁 214。 
74〈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2-213。 
75〈陝甘寧邊區近五年來教育工作概述〉，《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下)，頁 366。 
76董純才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史》第二卷，頁 319。 
77見〈陝甘寧邊區政府訓令—各級教育幹部不得任意調動〉，《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

二輯，頁 3; 及〈陝甘寧邊區政府關於不得任意強調教育幹部充任其它工作的命令〉，《陝

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六輯，頁 202。 
78〈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

(上)，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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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加入的六成教員顯然只是在填補流失教員的數目，這說明了教員被挪用情

形的嚴重。                                                                       

師範教育無法提供足夠的師資，於是大部分的教員便由當地縣政府動

員。地方所動員的教員由地方舉薦，經縣政府施以短期訓練後派任，大致可

分為兩種，一是邊區小學畢業學生，一是邊區政府口中的「老先生」，也就是

過去的私塾教師。在教育廳眼中，做為小學教員，邊區小學畢業生在政治素

質上沒有問題，但是在文化水準上十分不足; 塾師正好相反，文化素質較佳，

但卻是舊文化的產物，有「政治落伍」的疑慮。這兩種師資在教育廳的眼中

都不符要求，但卻是邊區小學教員的主力，因此只得透過許多的在職訓練方

案來提升或改造。早在一九三六年二月，蘇區政府西北辦事處成立四個月後，

當時的中央教育部便在瓦窯堡辦了小學教師寒假訓練班，召集蘇區九十多名

教員進行為期一個月的訓練，學習《共產黨宣言》和瓦窯堡會議的決議。79一

九三七年七月以後，利用暑假或寒假辦理教員訓練班成為每年的例行工作。

這些訓練班大多由各縣或各分區集中舉行，教育廳派員前往指導，學習時間

為二至三週，內容有國防教育，統一戰線，教學法，游擊戰術，社會教育，

小學組織，唱歌，體育等課程。80 

社會教育的師資方面，冬學學制的設計使得小學教師兼任冬學教師十分

困難，因此冬學教員一般必需另行規畫。一開始教育廳的作法是調派中學或

師範學校學生來支援，一九三七年第一次大規模冬學運動開展時，教育廳便

支援了三分之二的冬學教員，但以後學生支援人數逐年下降，一九三八年剩

五分之一，一九三九年六分之一，一九四○年以後便不再有學生支援，81地

方動員的知識分子又成為冬學師資的主要來源。在擴大小學的排擠之下，冬

學所能得到的教員水準自然不高，雖然從一九三九年以後開始有了例行的冬

                                              
79 皇甫束玉等編，《中國革命根據地教育紀事》，頁 112。 
80〈成績卓著—各地寒假小學教師訓練班〉，《新中華報》，1938 年 4月 15日。 
81〈陝甘寧邊區教育廳通令—冬學初步總結〉、〈陝甘寧邊區教育廳第二十號通令關於一九三

九年冬學問題〉，《老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頁 24、37。〈一九四○年冬學工作總結〉，

《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社會教育部分(下)，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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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員訓練班，但是訓練只有十天，82效果可想而知。為了解決冬學教員的

問題，教育廳決定從一九四○年開始在各個師範學校中附設「社會教育人員

訓練班」，由各縣選派學生，訓練時間六個月。83原訂舉辦兩期，但後來只辦

了一期; 第一期計畫收學生 225人，但結果只到了 100人，84成效顯然不佳。

一九四一年為了該年大規模推行新文字冬學，教育廳在 12個縣設新文字冬學

教員訓練班，訓練時間三個月，共有 430名學員畢業。85在當時各項開支一

片緊縮聲中，如此大規模的冬學教員訓練措施令人印象深刻。 

夜校、半日校或識字組均以小學附設或由小學領導為原則，理論上師資

不成問題，但如前面提到的，邊區小學大多只有一名教員，一個人要同時負

擔這麼多的工作確實有其困難，於是「小先生」便成為一個重要的輔助方式。

「小先生」的構想最早是由陶行知在一九三四年所提出，主要的作法是挑選

程度較佳的學生加以訓練，在教員督導和考核之下，不限時間、地點和對象

進行「即知即傳人」、「學會一字是一字，教會一事是一事」的簡單教學。86陶

行知「小先生」的教學性質類似邊區的識字組教學，不過在陝甘寧邊區小先

生的運用更加廣泛，不僅領導識字組，作為半日校或夜校教員助手，有些甚

至直接負責夜校或半日校的教學工作，尤其是半日校，因為與小學同在白天

上課，在教員無法兼顧的情況下許多都是由小先生負責。 

在教員缺乏的情況下，推廣「小先生制」是一個極富創意的補救方式，

只不過小先生畢竟只是小學生，「稍字條」、拿「識字牌」教人識字和簡單的

宣傳工作或許還能勝任，要他們負責正式的教學工作實在力有未逮。再者，

像識字組這種彈性極大，又深入社會底層的制度推廣需要教員、學生和民眾

                                              
82〈陝甘寧邊區教育廳第二十號通令關於一九三九年冬學問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老

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頁 37。 
83邊區教育廳，〈關於各師範學校附設社教人員訓練班事項的訓令〉，《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

廳檔案》，(1940 年 4月 25日)，全宗號 10，卷號 463。 
84〈邊區教育現狀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20。 
85邊區教育廳，〈一九四一年新文字冬學教員訓練班工作總結〉，(日期不詳)，《陝甘寧邊區

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53。 
86余子俠，《陶行知》(漢口:湖北教育出版社，1999 年)，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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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情配合，如果沒有強烈的自發動機或是嚴格的外力督促，要達到理想效

果並不容易。從實際的情形來看，夜校、半日校和識字組也確實是邊區各種

教育中運作最不正常、效果最差的教育方式。一九四○年上學期延長縣三科

的統計有夜校 41處，半日校 30處，識字組 287個，但在下學期教育廳輔導

團實地視察後發現，實際上運作的只有夜校 7處、半日校 9處、識字組 13

個。87這種名不副實的情形在其它地方顯然也是常態，許多縣分呈送的報告

中對於這些社會教育措施效果不佳、陷於停頓的情形根本是坦承不諱，教員

的缺乏和能力不足則是常被提出的理由。前面提到的一九四○年「社會教育

人員訓練班」有學員 100名，依教育廳的規畫，這些學員在辦完該年的冬學

之後將成為夜校和半日校的教員，但是後來並無下文，夜校和半日校的師資

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 

小先生的能力不足，不過正式教員的情況也好不了多少。邊區的小學教

員中有七成五是小學以下學歷，冬學教員沒有統計，但一般學歷顯然只會在

小學教員之下。雖然這些教員在分派之前一般都會在縣政府先行訓練，但大

多數訓練時間多只有十天到三週，有些甚至未經任何訓練，其能力可想而知。

理論上師範畢業生的程度會好一些，但實際未必盡然。以魯迅師範為例，一

九三八年以前招收的學生大多來自機關部隊中的勤務、伙馬夫、退伍紅軍、

紅軍家屬和「殘廢」，絕大部分其實本是文盲。88一九三八年以後，招收的學

生多是外來具小學學歷的青年學生，文化水準稍高，但只接受三個月到半年

的不完整訓練，在教育廳眼中與小學畢業生的程度相差不多。89 

邊區教員的學識和能力一向為人所詬病，識字不多是最常見的批評，許

多教員文章不通，報紙看不懂，白字別字普遍，以致於被譏為「文盲教師」，

當中尤其是地方動員的小學畢業生情況特別嚴重。除了識字不多外，缺乏「現

                                              
87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
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62。 

88〈陝甘寧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一九四一年四月)〉，《陝甘寧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三輯，頁

212。 
89〈邊區教育現狀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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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普通常識」也是一個問題，尤其是「老先生」面對新式教科書中的白話詞

句、政治名詞和現代事物無異於半文盲，「北洋軍」解釋成「洋鬼子從北方打

來」，「熱河」、「察哈爾」不知是省或村，「遼寧」不知是什麼地方，「邊區政

府」和「國民政府」分不清，「陝甘寧邊區」不知如何解釋。基本的識字和常

識有問題，面對其它課目時就更顯得束手無策。一九四一年曲子縣調查有三

分之一的學校教員不會教算術; 有些教員加減法不懂，就連阿拉伯數字記位

也不會，填寫年齡調查時，25歲寫成「205」歲，48歲寫成「40八」歲; 至

於美術、唱歌、體育等科目，在教員不懂，又沒有教科書的情形下，大多數

學校根本無法進行教學。90 

基本學識可能因個別教員而有差異，專業能力不足的情形則是普遍的情

形。在「正規化」的過程中，教育廳要求教員要用「啟發式」的教學方法，

要用民主方式來進行課堂管理，不同年齡和程度的學童要分級作「複式教

學」。但在學識不足又缺乏專業訓練的情形下，大多數邊區教員的教學情況並

不理想。教育廳將當時邊區的教學歸類為三種型態，第一類是「私塾式的教

學」，教員是來自地方的小學畢業生或老先生，教學活動主要是將學生集合一

起念書、背書，管教方法則是打罵體罰; 第二類是「正規的舊式教學」，主要

是綏德、隴東等過去新式教育較有基礎地區，教員文化程度較高，學校運作

也正常，但是卻有「黨化教育」的殘餘; 第三類是「尚未成形的新式教學」，

教員多是邊區師範學校出身，懂得進步的口號，但卻缺少教育的知識和方法，

能和學生打成一片，但教育效果卻不佳。91邊區大部分地方的教學是第一類

                                              
90關於小學教員質量的描述相當零散，比較重要的可參看，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

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

號 10，卷號 162。溫濟澤，〈怎樣改進邊區的小學教育〉，《新中華報》，1940 年 9月 22
日; 丁浩川，〈提高小學教員質量〉，《新中華報》，1940 年 11月 7日; 凌菱，〈談談黨對於

鄉村小學教員的領導〉，《解放日報》，1942 年 6月 4、5日。 
91〈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

(上)，頁 242-43; 關於小學教學情形的描述還可以參看〈一九三九年上半年小學教育總

結〉，《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上)，頁 49; 邊區教育廳輔導團三組，〈關於
延長教育視察的總結報告〉，(1940 年 12月 28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

號 10，卷號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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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類，前者是中共認為應該淘汰的教學方式，後者卻是效果不佳的教學，

於是大部分小學不是整日朗讀背誦，各唸各的書，就是教員帶著學生四處亂

跑。這樣的教學在小學也許還能勉強進行，但是在面對成人為主的社會教育

時就行不通了，尤其許多教員都只是小學剛畢業的「娃娃教員」，學識不高，

無專業訓練又沒有社會經驗，教學效果不佳，在民眾面前「毫無威信可言」。

92 
對於這樣的情形，教員們在飽受批評之餘也有著滿腹的委曲。一九四二

年在《解放日報》上有一篇署名「振翼」的投書，作者自稱當過三年的教員，

一開頭便說「大概只有思想不健康的人才會做這工作」。文章中他自嘲為「坐

在深溝窯洞裏的腐秀才」，教學既無參考用書，又無其它材料可用，於是學生

對他的教學不滿，連首長、幹部、戰士也批評「教員教員，光會吹牛，賣狗

皮膏藥的」。他抱怨:「人們都說教員質量不好，誰知道「馬兒沒吃草」呢?」。

學生、幹部都瞧不起教員，認為教員的能力差，但對教員的要求卻又超乎一

般人，除了教學工作之外，要領導學校生產活動，要起模範作用上山背柴，

還要「幫廚」;學校活動之外，平日要參與地方事務和動員工作，俱樂部主任、

青年隊長、自衛軍訓練都少不了教員的一份工作。工作吃力又不討好，連地

位都低人一等，平日只能面對伙馬伕、老頭子、調皮「小鬼」，連低級幹部都

可以指揮教員，在別人面前提起自已的工作時還會覺得「侷促、內愧」。93 

從文章來看，這位署名「振翼」的教員文化水準不低，從他提到每兩三

個月會有政府官員如楊尚昆等人到校演講一事來看，應是延安附近中等學校

以上的教員，如果他尚且覺得委曲無助，農村地區教員的處境就更加艱難了。

農村教員學識更低，資源更少，但工作負擔卻更重。依照教育廳的規畫，小

學教員白天要教小學、半日校，晚上要教夜校，要訓練「小先生」領導識字

組，在冬學期間還要協助經驗不足的冬學教員;教學工作之外，要種地開荒，

學校缺伙夫要幫學生燒飯，要協助各種宣傳活動，參加徵糧動員，就連寒暑

                                              
92見，延川縣，〈歷年的冬學總結〉，(1943 年 5月 27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

全宗號 10，卷號 361。 
93振翼，〈一個政治教員的呼聲〉，《解放日報》，1942 年 3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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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都得要下鄉去作社教、優抗、除奸等群眾工作，94比之「振翼」的工作又

要繁雜許多。工作負擔更重，但地位又更低。當時百姓有諺語說:「種麥子不

如種黑豆，作教員不如當吹手」。95「黑豆」本是餵馬的下等雜糧，「吹手」

則是地位不高的民間樂手。在土地貧脊、氣候惡劣的陝北，小麥種植不易，

收益不見得比種黑豆好; 而教員傳統上雖然有著「經師」、「人師」的美名，

但在當地人們的眼中卻可能連吹手的地位都比不上。 

更讓教員難過的可能是生活待遇不穩定。依規定教員待遇比照政府工作

人員，除了每月的糧食和津貼外，還有每年的服裝、鞋襪供給，96但由於各

地教育經費多由縣內經費開支，因此實際上的待遇因各縣情況有所不同，例

如教員津貼在某些縣分根本不發，97又由於大部分的教員供給都是直接在當

地「發動群眾解決」，因此即使在同一縣內也可能因地方而有所差異。。「群

眾解決」要學生家長供應教員米糧、柴火、油、鹽等生活所需，有的讓教員

與住校生一同開伙，有些則是乾脆讓教員到學生家「寄食」; 至於服裝、鞋

襪則是由地方幹部動員民眾製作。98對於農村地區來說當地動員、當地解決

是一個最簡單方便的方式，但這樣的方式等於是要民眾來「供養」教員，在

教員地位低落、教學能力不受信任的情況下，民眾額外支出「供養」教員的

意願顯然不會太高。 

民眾「供養」的意願不高，教員生活待遇的好壞便取決於地方幹部的關

心與否。地方行政組織中有各級的教育專職單位和幹部，在縣有三科，在區

                                              
94相關資料主要來自，振翼，〈一個政治教員的呼聲〉，《解放日報》，1942 年 3月 26日; 定
邊縣〈關於識字組檢閱經過小學放假及假內工作佈置的報告〉，(1940 年 2月 3日)，《陝
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35; 柯柏年，〈邊區的學校教育〉，《陝甘寧

邊區教育資料》初等教育部分(下)，頁 252-253。 
95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年 2月 12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

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175。 
96〈陝甘寧邊區各縣教育經費開支暫行標準〉，《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

頁 287-289。 
97延長縣〈一九四○年下半年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1 年 2月 8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

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5。 
98見〈今後學校教育總方針〉、〈邊區教育現狀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

育方針部分(上)，頁 1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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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助理員」，在鄉有「文化主任」。依規定，這些幹部必需主動到各地

方巡視，一方面是督促學校正常運作，一方面也是幫學校、教員解決問題，

只不過這些幹部經常被批評「工作不力」，對於地方教育的問題少有關照。地

方幹部不關心教育，一方面固然與個人的勤惰態度有關，但許多時候卻有不

得已的苦衷，因為他們經常必需協助各種地方動員工作，徵糧、擴兵、運鹽、

推銷公債、選舉登記等幾乎是無事不與，尤其在一九四一年邊區經濟情況惡

化之後，各種動員工作更是佔去了教育幹部大部分的人力和時間。以各縣三

科為例，教育廳在檢討一九四一年上半年的教育工作時用「縣上工作一把抓」

來形容三科的工作情況。「延川春耕一個月，推銷公債二十天，借糧、運鹽三

科全動員，月餘未結束; ⋯關中各縣十分之七做其它工作，計參加買糧一月，

選舉登記一月，擴大青年營一月，借糧一月⋯。」更有三科長因為下鄉動員，

竟然不知道教育廳通知要開三科長會議，99根本是將本職的工作擱置一旁。

除了雜務多，三科也經常處於人力不足的狀態，以延長縣三科為例，在一九

四一年一整年中，有人受訓，有人調職，有人生病，有人請假，很多時候根

本無人在崗位上，大部分時間則只有一人坐鎮，動員工作一來，教育工作便

完全停擺。100 

三科如此，其它教育工作人員也是如此，忙於各種動員工作，分內的本

職教育工作反倒成了動員空檔的「兼差」，邊區政府從一九三八年四月以來所

積極建立的教育行政系統在這個時候幾乎已經失去原有功能，地方教育所倚

靠的除了教員之外，就只有個別幹部的熱情了。在這些幹部中，直接負責教

員生活動員的是「鄉文化主任」，但是在雜務多，缺乏縣、區督促，又是不脫

產幹部的情況下，鄉文化主任並沒有太多的心思來幫助教員，「不合作」、「不

負責」，找不到人願意擔任，「精兵簡政」以後甚至被取消，101於是教員就只

                                              
99〈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

(上)，頁 221-22。 
100延長縣，〈一九四一年上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1 年 8月 20日)、〈一九四一年下

學期教育工作總結報告〉，(1942 年 3 月 9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
卷號 36。 

101郭林，〈怎樣使學校和群眾的關係密切起來〉，《解放日報》，1942 年 5月 6日。區教育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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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求多福了。一般來說，本地出身的教員因為地緣關係，較容易得到民眾

的幫助，即使供給動員不順利，家中也還有田產收益，生計較不成問題。至

於外地來教員，大多是邊區政府分派下來的師範生，政府所規定的供給是他

當下唯一的收入，如果群眾關係沒打好，工作表現不佳，要民眾心甘情願的

「供養」恐怕就不太容易了，因此「不夠吃」，「衣被缺乏」，糧食經常收不齊，

以致於教員還得親自到民眾家中「斂糧」。102在這種情況之下教員一職成了

人人避之唯恐不及的差事。被動員當教員的人想盡辦法推拖，推拖不成有些

人乾脆拒不上任; 勉強當上教員的則是工作情緒低落，「開學不上課」、「隨便

回家」、「打學生，不教書」; 有些則是心不在焉，忙著趕集、作生意，還有

人因為「家中代耕不頂事」老想回家種田。103 

 
五、 學生動員 

 
設備、教材不足，師資不良，這些都是邊區教育發展的困難，不過最大

的問題可能是民眾根本不想上學。在邊區動員上學顯然是一件棘手的事，民

眾逃避就學的方式無奇不有:雇人頂替、逃跑、裝病，女的「裝大肚」、未成

年出嫁，反應較激烈的地方甚至還有人跳崖，以死相拒，以致於就學動員必

需要靠罰金、拘捕家長或自衛軍「拉綁」才能完成。104不願上學的原因有很

多，前面提到各方條件不良，學校教學效果不佳是原因之一; 過去學者們也

提到教育內容政治意識濃厚，民眾沒興趣，105不過光是「沒興趣」一由實在

很難解釋「跳崖」、「自衛軍拉綁」這些激烈的抗拒行為。 

群眾拒絕上學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對新式教育的不信任。如同許多初次接

                                                                                                                                  
理員同樣在「精兵簡政」之後取消。 

102〈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和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

分(上)，頁 243。 
103見延川縣，〈冬學初次檢查報告〉，(?年 12月 5日)、延長縣，〈九月份教育工作報告〉，(1938
年 10月 6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檔案》，全宗號 10，卷號 360、33。 

104〈邊區教育現狀與今後工作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分(上)，頁 110;  
105Peter J. Seybolt, “The Yenan Revolution in Mass Education, ” China Quarterly, No. 

48(Oct.-Dec. 1971), pp.6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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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新式教育的地方一樣，傳統觀念的影響造成女子就學動員困難，加上民眾

普遍對於學校「講女權」、「講自由」有所戒心，怕女子上學後「變開放」、「鬧

離婚」，106女子就學動員的困難有其特殊原因。對於一般民眾而言，抗拒就

學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經濟上的負擔。對農村家庭而言，即使是兒童都算是

半個勞動力，上學受教育不僅是減少了家庭中的生產人力，更要額外負擔上

學所需文具、生活費用、學校費用等支出，等於是雙重的「經濟剝削」。如果

說上學就是讀書識字的話，農民也許還比較能夠釋懷，但學校教學效果不佳

不說，許多時間是花在學校生產、「放哨」、幫教員「拾柴」，以及宣傳、「抓

煙燈」、「優抗」、「優工」等社會工作。107丟下自家的生產工作卻去幫政府做

其它雜事，如果識了字、畢了業又可能會被政府徵用成為「公家人」，108這

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力役」。 

對於成人而言，學校剝削人力的感受可能更加深刻，尤其是必需離開家

庭和脫離生產工作的冬學教育。雖說冬學設計已經考慮到農村生產的需要，

將就學時間訂在農閑的冬季，但實際上冬學開學之初往往秋收尚未結束，有

些時候冬學尚未結束，春耕已經開始，更何況傳統陝北地區農民往往會利用

冬季進行手工生產或外出攬工、當腳夫補貼家用，並不如中共官員想像中的

閑暇。109上學佔用生產人力的影響在一九四○年以後更為明顯，救國公糧一

年比一年增加，動員工作日益頻繁，政府還要求開荒增產，有些人家已經送

了子弟「擴兵」入伍，在這個時候還要抽調有限的人力去上學，對於民眾而

言不僅是「擾民」，甚至是影響了生計，難怪民眾不願上學。 

上學不受歡迎，如果再加上動員方式不當，民眾自然會有激烈的反應。

一般來說地方動員學生是採「攤派」的方式，邊區政府規定各縣校數、人數，

各縣將數目往區、鄉分配，實際負責動員工作的責任便落到了地方幹部身上。

                                              
106煥南，〈記一女教員同志談話〉，《解放日報》，1942 年 9月 20日 
107「抓煙燈」是舉發吸食鴉片的反毒工作; 「優抗」、「優工」則是為抗日人員或政府工作
人員家屬所進行的力役服務，一般小學生所進行的是拾柴、打水之類的簡單工作。 

108「公家人」是指政府的工作人員。 
109 秦燕，《清末民初的陝北社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 年)，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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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幹部包括鄉政府人員、文化主任和自衛軍、青救會、婦聯會等民間團體

幹部，必需在開學前開會分配、決定動員上學的名單。依規定，地方決定動

員名單時需考慮動員對象的狀況，包括年齡是否適合，身心是否健全，家庭

貧富、勞動力狀態是否能負擔上學，以及學校路程遠近等，等名單決定後還

需一一通知，並且解釋說服。如果真能這樣動員，民眾或許不致有激烈的反

彈，但是多數地方幹部顯然並沒有這樣的心情和時間來仔細動員，往往是抄

了名單便往上呈報，然後以命令的方式通知民眾。來自縣、區的層層壓力下，

地方幹部在動員過程中並沒太多的耐性，如有民眾不服便加以強迫、甚至處

罰，加上地方幹部不免「耍私情」，不動員自家子弟，甚至包庇親戚朋友，110

民眾的情緒可想可知。 

面對政府的強制動員，自衛軍拉綁或是跳崖畢竟是比較極端的反應，一

般民眾在命令、處罰的威脅之下也就出現了許多的「對策」。地方幹部的強力

動員，說穿了也是為了應付上級的要求，只要動員對象家庭出人上學，幹部

能交差了事，其它的問題幹部並不多管，也因此教育廳批評地方幹部是「不

問呆子聾子，只要有了應名的數字，就算萬事大吉」。111教育廳在巡視一九

四一年的冬學中發現學生中竟有四歲幼童、老人和「眼病的」。112一九四二

年教育廳巡視延長縣時也發現，某一個夜校中有一名學生竟然是教員的完小

同學。113這種動員非人的情形在邊區各種學校中十分常見，有些是為了減少

對家中生產人力的影響，因此乾脆將家中非勞動力人口通通送去應付動員; 

有些人家則是視上學為畏途，因此出錢雇請曾經上過學的人前往頂替，以致

於某些上過學、識了字的民眾不斷被重複動員上學，簡直成了「職業學生」。 

                                              
110〈陝甘寧邊區政府教育廳關於一九四二年冬學的指示〉，《老解放區教育資料》二(下)，頁

46。 
111同上。 
112〈邊區教育廳總結新文字冬學工作〉，《解放日報》，1942 年 3月 30。 
113延長縣，〈一九四二年下期的教育視察報告〉，(1942 年 2月 12日)，《陝甘寧邊區政府教

育廳檔案》，卷號 175。根據文件內容所示，這份報告完成的日期是 1942 年 2月 12日，
內容中說明巡視時間從十一月開始，因此應該是一九四一年下學期的報告，檔案名稱「一

九四二年下期」顯然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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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奇特的現象中，「以小換大」可能是影響較大的一種情形。所謂

「以小換大」是指學生唸了一、二年後便輟學回家，由家中年齡較小的兒童

前來頂替充數，目的一方面是為了讓年紀較大、勞動能力較佳的兒童回家照

顧生產，一方面也是怕畢了業變成「公家人」。「以小換大」情形之嚴重造成

邊區各地小學普遍出現低年級人數多，高年級人數少，而且人數相差懸殊的

現象。以綏德一九四一年的初級小學人數為例，一年級佔總數六成，二年級

佔三成，三、四年級學生合起來竟然不到全部人數的一成，甚至有些學校辦

了五、六年竟然不曾有初小的畢業生。再從初級小學和高級小學人數的比較

上來看，一九四一年全邊區小學生總數有四萬三千人，但是當中高級小學人

數卻只有二千人，114換句話說，即便在邊區教育發展最高峰的時候，每年的

小學畢業生也可能只有幾百人，由此可知「以小換大」的嚴重影響。 

總而言之，大規模的教育從一九四一年以後其實已經很難再維持下去。

就拿上面提到的小學教育來說，在萬般艱難的環境下，費了許多心力，甚至

不惜引發民怨所建立的小學教育，每年卻只能培養出數百名的小學畢業生，

難怪《解放日報》社論大嘆:「錢花了，人忙了，數字一大堆，效果沒多少。」
115小學教育動員困難，社會教育的動員自然更不用提，許多的地方報告都指

出一九四一年下半年的社會教育已經幾乎處於停頓的狀態，一九四二年以後

教育廳不再公佈邊區各項社會教育人數顯然與此有關。以每年舉辦的冬學運

動來說，冬學期間也正是各種動員工作高峰，秋收不說，每年最重要的徵糧

工作也在這個時候展開，加上運鹽、挖工事、運送傷兵等臨時調派的工作，

能夠撥空上學的人已經不多，更不用說是自願去上學。據估計，加上勞役負

擔之後，當時邊區農民的負擔平均將近年收入的百分之四十，116如果再加上

學的花費和勞動力損失，這個數字恐怕還不只於此。對於邊區政府來說，在

                                              
114〈陝甘寧邊區的教育工作—過去成績與今後方針〉，《陝甘寧邊區教育資料》教育方針部

分(上)，頁 224-26。綏德地區由於原為國民黨統治區，因此學制畫分為初小四年，高小二

年，與原邊區學校初小三年，高小二年的學制有所不同。 
115〈提高邊區國民教育〉，《解放日報》，1941 年 10月 4日。 
116 陳永發，〈內戰、毛澤東和土地革命—錯誤判斷還是政治謀略?〉(下)，《大陸雜誌》，92
卷 3期，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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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收縮教育規模，「效果沒多少」也許還是次要的考量，大規模教育製

造了地方幹部的負擔和民眾的怨懟，「善政」成了「虐政」，「教育」反倒成了

「反教育」，或許也是邊區政府不得不放手的原因! 

 

 

 

 

 

 

 

 

 

 

 


